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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收入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

———以苏浙沪三省（市）数据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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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嵌套模型、奥萨卡模型方法研究苏浙沪三省（市）流动人口的性别收入差异及各因素的贡
献率，可以发现，流动人口中存在着显著的性别收入差异，其中，人力资本和职业的性别隔离是流动人口性别
收入差异最重要的两个决定因素，人力资本中又以教育年限这一变量的贡献最大，教育上的不平等显著影响
到男性流动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此外，性别收入差异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占７５％，表明流动人口
收入中可能存在着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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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户籍制
度“社会屏蔽”功能不断弱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城
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中国流
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３》显示，及至２０１２年，我国
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达到２．３６亿，相当于每六个
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１］这种大规模、跨地
区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转型以及

城市化进程中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同时流动人
口也成为城镇非农职业职工乃至整个中国人口

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流动人口的生存境遇是
“中国经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和“中国体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的关键内容。并且，改革开放
不仅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而且带来了性别
关系、性别角色观念和家庭关系的改变，流动使
女性离开土地从事非农职业，性别关系和家庭关
系的改变则在一定程度上使女性劳动者从家务

中相对解放出来，与男性一起进入劳动力市场。

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是什么样的关系？而性别

收入差距正是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关系的最直接

表现形式。［２］因此，对流动人口性别收入差距的
研究是对市场转型过程中性别关系状况的一种

透视。
作为城镇非农职业职工重要组成部分的流

动人口中是否存在着收入的性别差异？如果存

在，性别收入差异程度如何？哪些因素能够影响
流动人口的收入性别差异？本文试利用“２０１２年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苏浙沪三省（市）
数据，采用嵌套模型、奥萨卡模型等方法对上述
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一、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已有的对中国的性别收入差异的研究与倪

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密切相关，后者认为市场转
型过程中效率优先的市场机制将逐步取代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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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由行政权力主导的再分配机制，［３］因此人
力资本将取代政治资本等成为决定收入的主要

因素，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关于性别收入差异
的研究多集中在“市场转型与性别平等”这个领
域。具体来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实证解
释，一种认为在改革之前，由于政府的干预和政
策的保护和鼓励，在劳动就业领域具有较高的性
别平等程度，改革之后市场机制（或人力资本）在
劳动就业中发挥更大作用，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
视也在挣脱国家行政力量的干预后重新发挥作

用，导致收入分配机制开始发生变化，收入的性
别差异也愈益明显。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证证据
表明改革以来性别收入差距并无变化，并因此否
认市场化程度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因而也就
无所谓改革前和改革后，也就不存在国家保护力
量、传统文化性别歧视以及市场机制之间的交互
作用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经验与发现？

有学者认为是因为以往的研究忽视了性别—职
业间关系这个影响性别收入分层的重要作用机

制，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大多是通过某种职
业来获得收入，而男女两性所从事的职业有明显
的不同，也即存在着职业性别隔离。他们的研究
表明，职业的性别隔离对国有部门收入分配有显
著的负面效应，但对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的收入
分配以及性别的收入差异没有影响，相反，在体
制外的非国有部门，决定收入性别差异的主要因
素是男女个体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２］

以往的研究对于改革以来的性别收入差距

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策略，得出了一系列
经验性的结论，并通过人力资本理论、市场转型
理论、传统文化的性别歧视、职业的性别隔离理
论等对这些经验性结论做出了解释，但这些研究
结论和理论解释都是针对城镇的非农职业职工

而言。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户籍制度
的松动，劳动力开始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流动融
合，因此在城镇非农职业劳动力市场中，如果以
流动和户籍作为分类标准的话，有四类劳动力群
体：①本地常住人口，城镇户口；②本地常住人
口，农业户口；③流动人口，城镇户口；④流动人
口，农业户口。而以往的研究并未详细区分这四
类劳动力群体，只将其笼统地作为城镇非农职业
职工进行研究，忽视了作为资源分配机制和途径
的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的各种限制和负面效应，

使得流动人口就业、收入、所嵌入的社会制度背
景等方面与流入地的户籍职工有着相当大的差

异，因此有必要把流动人口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
进行研究。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原国家计生委

２０１２年进行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
查每年开展一次，按照随机原则在全国３１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取样本点，抽样
总体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
市）户口的１５－５９周岁（即１９５２年６月至１９９７
年５月间出生）流动人口，需要注意的是抽样总
体中不包括调查时在车站、码头、机场、旅馆、医
院等地点的流入人口。抽样方法为分层、多阶
段、与规模成比例的ＰＰＳ抽样的混合。２０１２年
调查全国总样本量为１５．９万人，其中上海１．５
万人，浙江１万人，江苏８０００人，最终上海有效
问卷１４０５６份，浙江９３７１份，江苏７４９１份，有效
样本量合计３０９１８，问卷有效回收率约为９３．
６９％，符合要求。本研究即以江苏、浙江、上海三
地数据的合并数据作为研究数据。之所以选择
苏浙沪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三地构成

了长三角经济圈，集中了全国４５．２％的跨省流动
人口，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广泛的代表性。

（二）变量
１．因变量。本研究关心的是劳动力市场中
流动人口收入的性别差异及影响因素，因此我们
的因变量应该是流动人口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中

就业而获得的收入。由于“２０１２年全国流动人口
动态监测调查”所提供的是流动人口的月收入信
息，因此我们以此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按照学
界的惯常做法，我们对收入变量取对数值，以便
使其接近正态分布。
根据以往研究的经验以及流动人口的特征，

影响流动人口收入性别差异的变量可以归为以

下五类：人力资本要素、制度要素、结构要素、与
流动本身有关的要素以及人际关系网络要素。

２．人力资本变量：ａ．性别。在模型中，我们
将性别处理成虚拟变量，其中女性＝１，男性＝０；

ｂ．年龄；ｃ．教育程度。根据学界通常的做法，我
们将教育程度转换成相应的教育年限，使之变成
定距变量；ｄ．总工龄与本地工龄。总工龄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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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第一次离开县级户籍地开始算起，而本地工
龄则用２０１２减去本次流入本地年份表示；ｅ．每
周工作时间；ｆ．就业身份。分为雇员、雇主、自营
劳动者、家庭帮工四类。

３．制度变量：ａ．户口性质，我们将其处理为
虚拟变量，其中非农户口＝１，农业户口＝０；ｂ．是
否持有有效暂住证，我们同样将其处理为虚拟变
量，其中持有有效暂住证＝１，没有持有有效暂住
证＝０。

４．结构变量：ａ．就业单位性质，其中国有部
门＝１，非国有部门＝０；ｂ．职业的性别隔离。根
据学界通用的做法，我们将职业的性别隔离操作
化为职业的女性比例。这个变量直接从２０１２全
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中计算得到。

５．流动变量：ａ．流动范围，分为跨省流动、省
内跨市、市内跨县三类；ｂ．流动模式，分为独自流
动、仅夫妻两人流动、仅夫妻两人与孩子一起流
动、其他模式四类；ｃ．流动人口的来源地，包括华
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

６．人际关系网络：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业
余时间与谁来往最多来测量，按照异质性从低到
高分为：很少与人来往、同乡（户口在老家）、其他
外地人、同乡（户口在本地）、其他本地人。

（三）统计模型
对于性别收入差距的测量和比较，我们选择

通过估计收入模型里的性别系数来测算。因此，
我们使用嵌套（ｎｅｓｔｅｄ）模型的方式建立８个最小
二乘法线性回归模型：首先是基准模型，只加入
一个自变量性别，单独估计性别的效应，然后在
接下来的７个模型中累计加入控制变量人力资
本（其中剔除性别要素，因为性别已经单独作为
一个变量纳入）、制度要素（即户口性质）、结构要
素之一（即就业单位的性质）、结构要素之二（即
职业的性别隔离）、流动要素之一（即流动范围和
来源地）、流动要素之二（即流动模式）和人际关
系网络（其中，最后一个模型称作完全模型）以观
察性别系数的显著性情况及变化来确定各变量

对收入性别差异的影响。为了更为精确地确定
各变量对流动人口收入性别差异的贡献率，我们
还采用了奥萨卡模型对各要素的影响进行分解。
它把性别收入差距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性
别因素所导致的，也即未被各变量解释的部分，
另一部分是由除性别之外的其他因素所导致的，
也即被可观察到的因素解释的部分。其中，未被

解释的部门通常被称之为“工资歧视”。［４］其公
式为：
㏑ Ｗｍ－㏑ Ｗｆ＝Ｂｆ（Ｘｍ－Ｘｆ）＋未被解释

的部分 （公式１）
其中，㏑ Ｗ是月收入的自然对数，Ｂ是估计

收入的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系数，Ｘ是回归模型
中所有自变量的均值，下标ｍ代表男性（ｍａｌｅ），ｆ
代表女性（ｆｅｍａｌｅ）。因此㏑ Ｗｍ－㏑ Ｗｆ表示男
性与女性收入的自然对数的差值，（Ｘｍ－Ｘｆ）表
示变量Ｘ在男性样本中的均值与在女性样本中
的均值的差值，而Ｂｆ（Ｂｍ）则表示相应的变量Ｘ
在男性样本的回归模型或女性样本回归模型中

的系数，因为男性样本模型和女性样本模型中该
系数可能不一致，因此学界通常的做法是采用两
者的均值来计算。还有学者用所有样本的回归
模型中的相应变量的系数来进行计算，［２］公
式为：
㏑ Ｗｍ－㏑ Ｗｆ＝Ｂａ（Ｘｍ－Ｘｆ）＋未被解释

的部分 （公式２）
此时，Ｂａ为所有样本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其

他部分则与公式１完全一致。以下，我们将按照
这两种方式同时计算，以公式２的计算结果来解
释，以公式１的结果作为参照。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收入、人力资本、结构要素、制度要素以
及流动要素的性别差异

１．因变量的性别差异。表１报告了所有变
量的均值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及这种差异的

显著性。数据显示，男女两性在月平均收入方面
存在着显著差异，女性流动人口的月平均收入比
男性少７６８元，是男性月平均收入的８０％左右
（２９９４．３２／３７６２．５８＝０．７９５８）。

２．人力资本变量的性别差异。男性流动人
口的平均年龄要比女性流动人口大１．３９岁，并
且差异显著。在受教育年限方面，男女两性只有
０．３７年的差距。在总工龄和本地工龄方面，男性
流动人口分别比女性流动人口显著地多出１．２３
年和０．２１年。同时，表１显示在每周工作时间
上，男女两性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就业身份上
方面，两性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从表１中可以看
到，绝对多数的流动人口都属于雇员身份，其中
属于雇员身份的男性流动人口的比例为７１％，女
性为７４％，男性比女性流动人口少３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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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雇主和自营劳动者这两个身份中，男性比女性
分别高出２个百分点和３个百分点；几乎没有男
性流动人口属于家庭帮工的就业身份，而女性流
动人口在这一就业身份上比男性高出２个百分
点。总之，在就业身份男性流动人口比女性流动
人口更占优势。综上可以看出，在人力资本方面
男性流动人口总体而言稍占优势，无论是在工龄
所代表的的工作经验、教育年限以及就业身份方
面都比女性流动人口更有优势。

３．制度变量的性别差异。在这方面，男女两
性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并且女性流动人口要比男
性流动人口更有优势，无论是在拥有非农户口方
面还是持有有效暂住证方面。

４．结构变量的性别差异。在表１中我们可
以发现，男性所在职业的平均女性比例显著地低
于女性所在职业的平均女性比例，差值约为９个
百分点，这表明在流动人口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
职业的性别隔离。在就业单位性质方面，男性比
女性更多地在国有部门，并且这种差异是显著
的。因此，可以认为，在结构变量方面，男性流动
人口相对于女性处于优势地位。

５．流动变量与人力关系网络变量的性别差
异。在流动范围上，无论男女都以跨省流动为主，
各自有８８％和８９％的男性流动人口和女性流动人
口属于跨省流动，在这一类型上男性比女性少１
个百分点，而在市内跨县这一类型上男性又比女
性多１个百分点。二者在省内跨市这一类型上没
有显著差异。总体而言，女性的流动范围要略微
大于男性。在流动模式方面，男女两性只在独立
流动和仅夫妻两人流动这两个模式上有显著差

异，其中，男性在独自流动方面要比女性高出５个
百分点，而在仅夫妻两人一起流动方面女性又比
男性多出５个百分点。在人际关系网络方面，男
女两性也存在着显著差异，男性与户口在老家的
同乡以及其他外地人来往更多，而女性与其他本
地人来往更多，同时，在很少与人来往方面，女性
比男性的占比更高，多出一个百分点。

（二）性别收入差异中的性别效应、职业性别
隔离效应与流动模式效应

在表２中，我们可以发现，模型１（基准模型）
中的性别系数为﹣０．２１６，并且在０．００１的水平
上是显著的。在加入了教育年限、工龄等人力资
本变量之后（模型２）性别系数上升为﹣０．１８４，
这表明约有１４．８％（［（﹣０．２１６＋０．１８４）／﹣

表１　所有变量的均值及其性别差异ａ

变量 男性 女性 差异ａ

月平均收入（元） ３７６２．５８　 ２９９４．３２　 ７６８．２６＊＊＊

月平均收入自然对数 ８．０６　 ７．８５　 ０．２１＊＊＊

年龄 ３３．７５　 ３２．３６　 １．３９＊＊＊

教育年限 ９．８４　 ９．４７　 ０．３７＊＊＊

总工龄 ８．８５　 ７．６２　 １．２３＊＊＊

本地工龄 ５．１３　 ４．９２　 ０．２１＊＊＊

每周工作时间（小时） ５８．３３　 ５８．０７　 ０．２６

就业身份

　　雇员 ０．７１　 ０．７４ ﹣０．０３＊＊＊

　　雇主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０２＊＊＊

　　自营劳动者 ０．２０　 ０．１７　 ０．０３＊＊＊

　　家庭帮工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户籍性质（非农业＝１）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０２＊＊＊

是否持暂住证（是＝１） ０．９４　 ０．９５ ﹣０．０１＊＊＊

职业的性别隔离（职业的
女性比例） ０．４０　 ０．４９ ﹣０．０９＊＊＊

单位性质（国有部门＝１）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１＊＊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 ０．８８　 ０．８９ ﹣０．０１＊

　　省内跨市 ０．０９　 ０．０９　 ０

　　市内跨县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流动模式

　　独自流动 ０．３０　 ０．２５　 ０．０５＊＊＊

　　夫妻两人流动 ０．２５　 ０．３０ ﹣０．０５＊＊＊

　　夫妻与子女一起流动 ０．３７　 ０．３７　 ０

　　其他 ０．０８　 ０．０８　 ０

户籍地

　　华北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东北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华东 ０．６２　 ０．６１　 ０．０１＊

　　中南 ０．１８　 ０．１８　 ０

　　西南 ０．１５　 ０．１５　 ０

　　西北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１

业余时间与谁来往最多

　　同乡（户口在本地） ０．０９　 ０．０９　 ０

　　同乡（户口在老家） ０．５４　 ０．５３　 ０．０１＊＊

　　其他本地人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０２＊＊

　　其他外人 ０．１３　 ０．１２　 ０．０１＊＊＊

　　很少与人来往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０１＊＊＊

样本数量 １５３７９　 １１９９５ ———

　　注：ａ差异即为表内男性的数值与相应女性的数值的差，对于
定序变量而言，数值是指取值所占比例；＊ｐ＜０．０５（双尾Ｔ－ｔｅｓｔ检
验，下同）；＊＊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０．２１６＝０．１４８］）的性别效应来源于男女两性在
人力资本变量上的差异，这也表明人力资本要素
是流动人口收入性别差异的十分重要的决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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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而表１所显示的男女两性在除了每周工作
时间之外的所有人力资本要素上都存在显著差

异，并且总体而言男性流动人口比女性流动人口
更占优势这一点正好能够说明上述性别系数的

变化。但在模型３中，加入了制度变量之后，性
别系数下降到﹣０．１９３，即性别不平等程度反而
上升了，这是因为在拥有城市户籍和持有有效暂
住证方面女性流动人口比男性流动人口更占优

势，也即制度变量方面的女性占优使得收入差异
只能是性别因素所造成的。在加入了就业单位
性质这一结构变量之后（模型４），性别系数没有
发生任何变化，这表明就业单位性质几乎不解释
收入的性别差异。模型５显示，职业的性别隔离
是流动人口收入性别差异的最主要来源之一，加
入职业性别隔离这一结构变量之后，性别系数由
﹣０．９１３上升到﹣０．１６９，收入的性别效应与模
型４相比下降了约１２．４％（［（﹣０．１９３＋０．１６９）／
﹣０．１９３＝０．１２４］）。而模型６、模型７和模型８
显示，流动范围、来源地、流动模式以及人际关系
网络等变量几乎不解释任何的性别收入差异，因
为在加入这些变量之后，系别系数的变化非常微
小。总之，在流动人口中的确存在着显著的收

表２　各变量对性别效应的直接影响

性别系数 Ｔ值 决定系数（Ｒ２）
模型１（基准模型）：性别（女＝１） －０．２１６ ﹣３４．３９＊＊＊ ０．０４１

模型２：性别＋人力资本变量
（年龄、教育年限、总工龄、本
地工龄、工作时间、就业身份）

－０．１８４ ﹣３２．０２＊＊＊ ０．２３３

模型３：性别＋人力资本＋制
度变量（户籍制度、是否持有
暂住证）

－０．１９３ ﹣３３．６１＊＊＊ ０．２４４

模型４：性别＋人力资本＋制
度变量＋结构变量１（就业单
位性质）

－０．１９３ ﹣３３．５３＊＊＊ ０．２４５

模型５：性别＋人力资本＋制
度变量＋结构变量１＋结构变
量２（职业的性别隔离）

－０．１６９ ﹣２８．２６＊＊＊ ０．２５１

模型６：性别＋人力资本＋制
度变量＋结构变量＋流动变
量１（流动范围、来源地）

－０．１７０ ﹣２８．４４＊＊＊ ０．２５４

模型７：性别＋人力资本＋制
度变量＋结构变量＋流动变
量１＋流动变量２（流动模式）

－０．１６８ ﹣２８．１７＊＊＊ ０．２５４

模型８（完全模型）：性别＋人
力资本＋制度变量＋结构变
量＋流动变量＋人际关系网
络（业余时间与谁来往最多）

－０．１６８ ﹣２８．２０＊＊＊ ０．２５７

入的性别差异，而很大一部分的这种性别的负面
效应可以归因于人力资本要素和职业的性别隔

离，而流动模式变量并不能对收入的性别效应做
出有效解释。
表３的数据表明，人力资本、制度变量、结构

变量、流动变量和人际关系网络可以解释大约

２５．０４％的性别收入差异，其中结构变量的贡献
率最大，为１５．７７％；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次之，为

１２．３７％；而制度变量、流动变量和人际关系网络
对 性 别 收 入 差 异 的 贡 献 率 为 负，分 别 为
﹣１．８３％，﹣０．９４％和－０．３３％，这表明人力资本
和结构变量是解释流动人口性别收入差异的最主

表３　各因素对收入性别差异的贡献率（％）

使用 所 有 样

本系数计算ａ

使用 男 性 样

本与 女 性 样

本模 型 系 数

的平 均 数 计

算ｂ

人力资本变量 １２．３７　 １３．３４

年龄＋年龄平方 －３．１６ －２．６５

教育年限 ８．３２　 ８．１５

总工龄＋总工龄平方 １．７１　 １．８０

本地工龄＋本地工龄平方 －０．１９ －０．２２

每周工作时间 ０．１４　 ０．１５

就业身份 ５．５５　 ６．１１

制度变量 ﹣１．８３ ﹣１．８４

户口性质（非农户口＝１） －１．５９ ﹣１．６１

是否持有暂住证（是＝１） －０．２４ ﹣０．２３

结构变量 １５．７７　 １３．０７

就业单位性质（国有部门＝１） －０．１３ ﹣０．１１

性别隔离（职业女性比） １５．９０　 １３．１８

流动变量 ﹣０．９４ －０．８２

流动范围 －０．５９ －０．６３

流动模式 ０．３３　 ０．５０

来源地 －０．６８ －０．６９

人际关系网络（业余时间与谁

来往最多）
－０．３３ －０．３３

被以 上 变 量 解 释 了 的 性 别

差异
２５．０４　 ２３．４２

未被解释的性别差异 ７４．９６　 ７６．５８

收入的性别差异（自然对数

差）
０．２１　 ０．２１

　　注：ａ百分比是根据公式Ｂａ（Ｘｍ－Ｘｆ）÷０．２１×１００计算得到；ｂ

根据［Ｂｍ（Ｘｍ－Ｘｆ）＋Ｂｆ（Ｘｍ－Ｘｆ）］÷０．２１×１００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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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但如果将这两类变量进一步分解，我们
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变量１２．３７％的贡献率主要是
由教育年限和就业身份提供，这两个变量的贡献
率分别为８．３２％和５．５５％，共计１３．８７％，而年
龄＋年龄平方和本地工龄＋本地工龄平方则稀
释了这二者的贡献。结构变量的情况与此相似，
该变量的贡献率由职业的性别隔离提供，并且被
就业单位性质减少了０．１３％。因此，我们可以总
结，教育年限、就业身份、职业的性别隔离是解释
流动人口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对照按照
男性样本系数和女性样本系数的均值所计算的

贡献率，可以发现，虽然具体数字没有完全一致，
但是各组变量的贡献率的结构和关系以及各组

变量内部各次级变量之间的贡献率的结构和关

系与按照所有样本的系数计算出来的结果完全

一致，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的分析的可
靠性或信度。并且，这种分析方式得出了与表２
完全一样的结论。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
第一，在由流动人口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中存

在明显的收入性别差异，在控制人力资本、制度、
结构、流动以及人际关系网络等变量之后，女性
流动人口的收入是男性的８４％，也就是说约有
１６％的收入差距是完全由性别因素引起的。通
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流动人口中的由性别因素
导致的收入差异与整个城镇劳动力市场基本一

致：李春玲、李实的研究表明，在中国东部地区，
约有１４％的性别收入差距完全是由性别导致
的；［５］吴愈晓、吴晓刚的研究发现，在非国有部
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约有１５％的性别收入差
异是由性别因素造成的。［２］因此，可以认为在由
性别因素导致的性别收入差异方面不存在流动

人口群体和城镇非农职工群体的差异，也就是说
在流动人口群体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性别歧视。
第二，人力资本和职业的性别隔离是流动人

口性别收入差异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因素，分别
解释了流动人口性别收入差异的１２％和１６％

（详见表３），也即流动人口的性别收入差异有很
大一部分是由男女两性在人力资本和职业的性

别隔离方面的差距所造成的。其中，人力资本中
又以教育年限这一变量的贡献最大，男性流动人
口和女性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约有８％归因于两
性在教育上的不平等。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２００５年以来中国的收入

不平等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２０１０年中
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０．５３。［６］在这种收入不
平等中，人们更多地关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
及阶层差距，强调社会阶层结构的“断裂”，但我
们的研究表明性别收入差距也显著存在，并且流
动人口的收入性别差异虽然有约２５％左右可以
被人力资本等因素所解释，但仍有７５％的性别收
入差距未被解释，因此在流动人口中可能存在着
性别工资歧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重新
关注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中的因性别以及粘附

在性别之上的传统观念、结构歧视（如职业的性
别隔离）等因素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以期提高
收入分配中的性别公平水平以及全社会的收入

分配的公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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